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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现有文献主要围

绕财政分权展开。 除了财政分权,我国央地关系的调整也包括管理权

下放,即行政分权。 虽然改革开放后已积累了非常多行政分权实践,
但致力于检验其作用的研究并不丰富。 本文试图在一个统一框架下

检验两种分权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基于 2000—2010 年间“扩权

强县”改革样本并采用空间配比和双重差分方法,我们发现“扩权强

县”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具体而言,在整个改革期间行

政分权可以解释当地实际 GDP 增长的 3% ~ 5%。 就作用机制来说,行
政分权主要是通过扩大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及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来实

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经济增长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期高速增长。 对此,学界普遍将其称之

为“经济增长奇迹”(林毅夫等,2014;Naughton,2017)。 现有理论对其解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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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财政分权框架展开,并强调财政分权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Weingast,1995;Qian
 

and
 

Roland,1998;Lin
 

and
 

Liu,2000;Jin
 

et
 

al. ,2005)。 在

作用机制上,文献主要强调财政激励和硬化政府支出约束。 就财政激励来说,
Weingast(1995)认为财政分权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权力,使其财政收入不再依

赖中央政府而取决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该设置降低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也改变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 地方政府一方面会减少低效率财政支出,优化支

出结构(Qian
 

and
 

Weingast,1997);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增长而展开竞争:积极建

设基础设施,吸引企业投资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Qian
 

and
 

Roland,1998)。 就

硬化政府支出约束来说,财政分权让地方政府收入分配受到限制,使其面临严

格预算约束(Montinola
 

et
 

al. ,1995)。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需要将更多财政收入

用于承担支出责任(Qian
 

and
 

Weingast,1997)。
实证方面,对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讨论主要涉及 20 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尤其是围绕财政包干体制展开。 该体制自 1971 年开始实施,随后经过了

两个阶段调整:财政部首先在 1981 年规定采用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然
后从 1989 年开始施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 在包干体制下,
各省收入分为中央定额收入和地方收入两部分。 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后,地方

自主维持财政平衡。 这一时期的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大

量理论及实证文献支撑①。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仍然受到关注,但探讨其

内在作用相关文献数量明显减少。 分税制是财政分权理论解释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挑战。 中国财政分权趋势在 80 年代末达到顶峰后被 1994
年这次改革所代替(Cai

 

and
 

Treisman,2006)。 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改革主要目

的是调整 80 年代形成的央地关系,并重新收回重要经济管理权(Zhang
 

and
 

Zou,1998;张军,2008;刘克崮和贾康,2008)。 这次改革核心内容是将税收分为

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 通过这次改革,中央政府顺利收回在改革初期转移

到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权力。 央地关系从过去地方向中央转移支付转

变为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楼继伟,2016)。 相关数据显示,全国财政预算收入

占 GDP 比率随着改革推行从 1993 年的 12. 3%下降到 1994 年 10. 8%,但中央财

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率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第一年便发生了极其显著

的跳跃:从改革前的 22%上升到 55. 7%。 可以看出,此次改革并没有扩大原先

政府财政收入基础,而是显著改变了中央地方间财政关系( Zhang
 

and
 

Zou,
1998)。 但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并没有因此次改革而放缓。 该趋势为重新审视财

463

① 一些理论文献认为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体制下有强激励推动经济发展以提高财政收入(Montinola
 

et
 

al. ,1995;Weingast,1995;Xu,2011),随后相关实证分析也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判断(Lin
 

and
 

Liu,2000;沈
坤荣和付文林,2005;范子英和张军,200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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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机会。 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分权实践除了财政

分权之外,还包括管理权下放,也就是行政分权。 行政分权一般是指上级政府

将具体经济管理权下放到下级政府,使下级政府拥有管理和决策本地区经济事

务的权力,比如投资决策权、土地管理权和金融管理权等。 无论是改革开放初

期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还是 90 年代后期实行的撤县建市、省直管县

和扩权强县等改革,尽管它们的具体改革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涉及一定程度的

行政分权改革。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行政分权实践,现
有研究行政分权的文献主要是从“省直管县”改革的角度进行的(才国伟等,2011;
郑新业等,2011;陈思霞和卢盛峰,2014;王小龙和方金金,2015)。 但是省直管县本

身不仅涉及行政分权改革,也涉及财政体制改革,如转移支付、财力分配和财政结

算等。 这就使得以省直管县作为研究样本无法干净地识别出行政分权的作用。
我们认为现有研究行政分权改革的文献相对财政分权而言较少主要有以

下两个原因:第一,理论上,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般被纳入

财政联邦主义文献中(Weingast,1995;Qian
 

and
 

Roland,1998)。 与之相比,行政

分权则更多体现中央地方间权力收放具体实践。 与财政联邦主义文献相比,这
方面文献较为缺乏(Shirk,1998),这也进一步造成对行政分权及作用机制理解

较为有限,使我们无法在一个统一框架下讨论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

影响及作用机制。 第二,方法上,财政分权可以用较为统一方法测量,比如支出

指标、收入指标和财政自主度指标①。 与之相比,行政分权大多以具体且彼此独

立分权实践存在,所涉及行政分权内容及强度均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建立一个

与财政分权指标类似行政分权指标。 这也造成当前行政分权相关研究主要以

针对具体实践政策评估为主②。
本文试图用 2000 至 2010 年的扩权强县作为管理权下放实验,在一个统一

框架下实证检验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当地经济增长影响。 和其他管理权下

放实践不同,“扩权强县”只涉及行政分权,这为我们廓清两种分权方式对经济

不同影响提供了难得机会。 在研究设计上,这次行政权下放可能存在非随机

性,我们利用空间配比来克服由此产生的遗漏变量问题:改革县作为实验组,那
些和改革县空间接壤且未实施改革的县作为对照组。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本文

发现行政分权改革会显著推动县域经济增长。 具体而言,在整个改革期间行政

分权对当地实际 GDP 贡献为 3% ~ 5%。 就作用机制来说,行政分权改革主要是

通过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和增加基本建设支出来实现推动经济增长。
就经济增长的质量而言,我们发现行政分权改革虽然提高了改革县的经济增长

563

①
②

关于这三个指标的讨论见陈硕和高琳(2012)的研究。
比如 Wang(2015)检验了开发区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Li

 

et
 

al. (2016)探讨了省直管县政

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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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但没有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带来显著的提高。 对于该现象,我们认为这

可能是因为我国现有官员考核制度以经济绩效为主要标准,在行政分权赋予地

方政府更多自由裁量权的背景下,地方官员可能会更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

了经济增长质量。 这意味在后续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分权

改革以推动县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完善对于地方政府业绩的

考核指标,将环境治理、社会福利等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纳入对地方政府官员的

考核之中,以此实现县域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 1 部分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行政分权实践,

其中重点介绍“扩权强县”改革;第 2 部分介绍数据及研究设计;第 3 和第 4 部

分分别是实证分析及作用机制讨论;第 5 部分为结论。

1　 改革开放之后的行政分权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逐渐把诸如项目审批权、投资决策权、土地管理权和金

融管理权等管理权下放到地方。 这种管理权下放实践形式主要有两种方式:第
一,在行政级别不变前提下,将上级政府部分或全部行政权力让渡给下级政府。
第二,对某一级政府行政级别进行升级。 以下是这两种行政权实践具体方式。

1.1　 行政级别不变,扩大行政权力

这种行政分权实践是在不改变行政级别基础上将部分或全部上级政府管

理权下放到指定辖区政府。 这些辖区政府可能涉及不同级别政府,比如经济特

区、计划单列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扩权强县等。 我们将结合政

策实施进程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1980 年开始实施的经济特区政策是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行政分权改革的首次尝试,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

例以赋予这些经济特区在组织及经济上更大的行政权力。 之后,中央政府继续

推行了计划单列市政策。 该项政策在不改变行政层级情况下赋予一些城市相

当于省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并由国家直接管理这些城市。 接着,政府实行了

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政策。 这两项政策可被视作经济特区的延伸,它放

宽了投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对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项目给予优惠待遇。
本文关注的“扩权强县”改革主要是指在现有体制不变前提下,将省、辖市

部分或者全部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下放县级政府。 该项改革最早可

追溯到 1992 年浙江省对 13 个县进行扩权,扩大其基本建设和投资项目的审批

权(浙江省人民政府,1992)。 在 2003 年之后,全国各地也开始陆续实施“扩权

强县”改革。
 

比如,《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宁国等 12 个试点县(市)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实施意见》(皖政办〔2007〕28 号)强调“总投资 3000 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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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符合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的鼓励类和允许类,且不需

办理进口设备免税的外商投资项目,由试点县发展改革委核准”。

1.2　 升级行政级别

升级行政级别改革主要是在原有辖区不变情况下,通过升级行政级别从而

赋予辖区更多的行政权力。 在实践中,此类改革主要包括
 

“撤县建市”和“省直

管县”。
“撤县建市”是将原有的行政单位“县”改名为“市”并赋予上级政府权力。

这些权力主要包括上述所说的项目审批权、土地管理权、行政管理权等。 该实

践自 70 年代末开始实施。 从 1979 年至 1997 年,共有 403 个县级行政单位升格

为县级市(罗震东,2008;Fan
 

et
 

al. ,2012)。 在 1982 年之后设立的县级市中,超
过 90%来自“撤县设市”。 该政策实践在 1997 年基本停止。 和“撤县建市”不

同,“省直管县”通过将县脱离地级市管理直接对接到省来实现县级政府权力扩

大,通常包括行政权力和财政权力。 其中,狭义“省直管县”则是将它与“财政体

制省直管县”视为同一个概念,主要是指税收返还、财政结算等财政权利让渡①。
广义的“省直管县”改革主要是将市级政府财政权力和行政权力全部赋予县级

政府。 比如,河北省《关于做好扩大省直管县(市)体制改革试点对接工作的通

知》(冀发改体改〔2015〕234 号)强调:“按照赋予试点县(市)行使与设区市相

同管理权限的要求,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外,原由设区市发展改

革委审批或管理的事项,均由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自行审批、管理。 试点县

(市)发展改革局取得相应的管理权限后,同时承担与管理权限相应的责任。”以
及“需报送国家和省审批(核准、备案)的投资项目和申请政府投资补助、贷款贴

息资金的建设项目,由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直接向省发展改革委申报,不再

抄报设区市发展改革委”。 就全国而言,该项改革始于 2000 年左右,大部分改

革主要集中在 2003—2011 年间。 截至 2010 年,该项政策推行共涉及约 90 多个

县,目前其仍在实践中。 图 1 展示了 1978 年至 2010 年期间上述各项分权改革

涉及地级市级政府数量的动态变化。

1.3　 “扩权强县”改革与经济增长

因为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中央和地方政府间无法通过完全契约方式来落

实政策。 因此,我们借鉴组织理论中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来探讨行政分权和财政

分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由于现实中的任何契约都无法将组织内部诸

多关系考虑在内,不完全契约理论强调任何达成的契约都应由资产所有者持有

763

① 2009 年,国务院正式发布
 

《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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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权改革涉及地级市级政府数量动态变化

说明:数据为 1978—2010 年。 该图以地级市为单位,如果分权实践涉及县级政府,则向上追溯到市

级政府,涉及省级则向下分解为市级政府①。

剩余控制权。 即资产所有者掌握契约规定之外的资产使用权(Grossman
 

and
 

Hart,
 

1986;
 

Hart
 

and
 

Moore,
 

1988;
 

Hart,
 

1995)。 若我们将不同等级政府间的

组织架构看作一个不完全契约的组织形式,政府剩余控制权理论认为科层内部

就某项政策任务的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可看作不同层级政府间围绕权力分

配的不完全契约关系(周雪光和练宏,2012;周黎安,2014,2022;周雪光,2014;
姚东旻等,2021)。 委托方将多少剩余控制权赋予下级政府将会对激励机制产

生重要影响。 委托方依据组织成本最小化来选择最优治理模式。 其中,影响组

织成本大小的关键因素为政策任务属性,包括任务难度、验收难度和任务风险。
就经济增长政策任务而言,上级政府作为委托方掌握绩效评估等权力,并将推

动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委托给基层政府。 一方面,当下级政府掌握更多的剩余控

制权,其将会放大激励机制作用,提高激励效率;但另一方面,剩余控制权下放

也可能会提高任务风险。 这就意味着最优治理模式需要权衡激励效果提升与

任务风险增加。 综上,我们认为财政分权将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激励

(Qian
 

and
 

Weingast,
 

1997;许成钢,2008),行政分权将会使得地方政府剩余控

制权增加,激励增强,进而更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不过,按照政府剩余控制

权理论,尽管行政分权下放可以提高激励效率,但同时也会提高任务风险(姚东

旻等,2021)。 这意味着行政分权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863

① 比如,某一个地级市涉及两个县在同一年进行扩权强县改革,则计算为一个地级市;同理,若一个

省级政府涉及行政分权改革,则计算其辖区内有多少个地级市,比如海南,则计算为四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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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能会以降低经济发展质量———牺牲生态环境和降低公共品供给为代价。
我们随后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展开验证。 其中,我们在 3. 2 部分探讨了行政分权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 3. 7 部分则分析了行政分权带来的任务风险,即行政分

权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目前中央层面涉及“扩权强县”改革的政策文件主要有《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1 年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以及“十二五”规划等。 这些文件主要对改革的

实施纲领进行了规定,没有涉及具体的实施细则。 为了探究“扩权强县”改革的

具体实施内容,我们按省对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了梳理。 梳理结果显

示“扩权强县”改革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以下十类:项目管理、证照管理、土地和矿

权管理、计划管理、环评审核管理、统计数据发布、价格管理、信息获得、机构编

制核定和干部选拔任用、政策享有。 我们认为“扩权强县”的上述改革内容可能

会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支出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一方

面,考虑到我国现有官员考核制度以经济绩效为主要标准,在行政分权改革赋

予了县级政府更多自由裁量权的背景下,地方官员可能会加大对短期就可以产

生效果的基本建设支出的投入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管理权下放减少了

政府审批层级,这可能会通过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在下

文中我们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就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当前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主要分为两大类:基本建设

支出和民生类支出。 其中,基本建设支出侧重短期内提高 GDP,而民生类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上(陈思霞和卢盛峰,2014)。 行政分权改革

的推行赋予了县级政府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比如,项目管理

的改革使得原来需要经过市州向省直有关部门上报的投资项目和建设项目,在
改革后可以由扩权县直接上报省直有关部门。 并且扩权县编制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及各业务部门的专业计划等,改革后也直接由扩权县政

府及有关部门直接向省级有关部门上报,无须再经过所在区市。 在这种情况

下,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可能主要通过增加基本建设支出等短期方式

来实现。 就支出效率而言,行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自行根据本地特点决定招商企业和项目类型并配套相应优惠政策,这可能会通

过提高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在作用机制部分我们对上述分

析进行了实证检验。

2　 研究设计

目前,研究行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依然不丰富。 相关研究多

侧重理论分析或政策评估,鲜有在统一框架下探讨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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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影响的文献(刘冲等,2014;肖洁和龚六堂,2019)。 并且一些改革既包含行

政分权也包含财政分权,比如“省直管县”改革。 这使得我们较难廓清两种类型

分权改革的影响。 为了较为干净地识别出行政分权的作用,本文选取“扩权强

县”作为行政分权改革的代理。 其理由有以下三点:首先,根据上文的梳理结果

我们发现“扩权强县”改革主要涉及行政分权改革,较少涉及财政分权改革;其
次,和其他管理权下放行政分权实践相比,比如经济特区或沿海开放城市,“扩
权强县”涉及地区更多并且时间跨度更长,这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地区和

时间差异;最后,相对于较早开展的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沿海开放城市以及

撤县设市等改革,“扩权强县”数据可得性较好。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 2000—2010 年间“扩权强县”行政分权改革①。 由于这

次改革实施地区和时机选取可能存在非随机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易观察到

的因素同时影响改革实施和经济增长进而干扰对于改革作用的识别。 我们参

考了 Baskaran(2014)、Lu
 

et
 

al. (2019)以及王丽艳和马光荣(2017,2018)等人的

做法,采用空间配比方法来处理改革县和未改革县之间异质性可能存在的干扰

问题。 具体来说,我们将改革县视作处理组,将那些和改革县空间接壤但未实

施改革的县则作为对照组。 这种研究设计使得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克服改革

县和未改革县之间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地理上相近能够使得我们控制诸如

文化、治理质量、人口构成、资源禀赋等因素。 那么,改革之后在这两组样本之

间呈现的差异就可以归咎于改革效应②。 最终样本包括 531 个改革县和 966 个空

间接壤但没有改革的县,总计 1497 个县。 这些样本分布在 28 个省、直辖市或自治

区。 改革县覆盖人口 3. 3 亿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 25%;覆盖 GDP 约 3. 72 万亿

元,约占全国 GDP 的 20%。 基于上述研究设定我们能够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

验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双重差分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定:如果经济增长的变化的确归

因于行政分权改革,那么在改革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经济增长趋势应该不存在

明显差异。 为检验该假定,在图 2 中我们绘制了改革县和未改革县实际 GDP 的

逐年变化情况。 “扩权强县”改革从 2003 年开始在全国实行,图 2 显示在 2003
年之前改革县和未改革县的实际 GDP 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这意味

着在扩权强县改革前改革县和未改革县的经济增长情况符合平行趋势假定。
并且在 2003 年之后改革县的实际 GDP 增长速率明显超过了未改革县,这意味

扩权强县改革可能对于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

073

①
②

行政分权改革数据编码主要来自中国各省官方公开文件。
采用空间接壤作为取样方法虽然可以通过地理上的接近保证样本的可比性,但空间上的接近也

使得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改革后可能存在相互干扰,即分权改革后资本、技术和人口等生产要素可能从未

改革县流向改革县,这使得改革县的经济增长可能是以接壤县的“牺牲”为代价。 此时估计得到的分权

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存在高估的。 在文章的稳健性检验部分中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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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改革县和未改革县实际 GDP 的逐年变化情况

　 　 表 1 进一步提供了这两组样本在改革前一些重要社会经济指标水平及发

展趋势上的差异。 可以发现改革县和相邻且未改革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系统

差异。 该证据使得我们在接下来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行政分权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具有合理性。

表 1　 未改革县和改革县相似性检验

变量 改革县 未改革县 差异 p 值

实际财政补助收入 / 万元 6. 709 6. 689 -0. 020 0. 969

实际财政补助收入增长率 14. 80 16. 58 -1. 782 0. 645

实际财政上年结余 / 万元 5. 613 5. 238 -0. 375 0. 383

实际财政上年结余增长率 13. 77 21. 59 -7. 820 0. 140

实际民族地区转移收入 / 万元 16. 87 16. 02 -0. 857 0. 746

实际民族地区转移收入增长率 8. 287 19. 93 -11. 64 0. 637

实际消费税额 / 万元 11. 10 11. 30 0. 196 0. 934

实际消费税额增长率 4. 331 3. 224 1. 107 0. 645

实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 万元 337. 2 330. 6 -6. 631 0. 635

财政供养人口长休人数 / 人 366. 3 434. 7 68. 38 0. 222

财政供养人口长休人数增长率 2. 065 0. 497 1. 568 0. 228

乡镇个数 / 个 20. 38 17. 89 -2. 493 0. 106

乡镇个数增长率 0. 0310 0. 128 -0. 0960 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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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改革县 未改革县 差异 p 值

棉花产量 / 吨 2667 2410 -256. 8 0. 482

棉花产量增长率 0. 591 175. 3 -174. 7 0. 337

　 　 说明:按照改革县名单利用 ArcGIS 软件逐年提取改革县的接壤县数据,汇总后利用 t 检验分析二者

在改革前的差异。 若某县为多个改革县的空间接壤县,则选取这些改革县中改革年份最早的县。 最后一

列 P 值为检验两组样本均值差异 t 检验显著性,原假设为两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实证分析的关键解释变量为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被解释变量是基于实际

GDP 衡量的经济增长。 此外,为了探讨行政分权作用机制,被解释变量还包括

基本建设支出、民生类项目支出以及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其中,民生类项

目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支出以及医疗卫生。 表 2 是上述变量的统计性描述①。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行政分权(改革为 1,未改革为 0) 16467 0. 129 0. 336

财政分权(自主度指标) 11994 0. 415 0. 401

财政分权(支出指标) 7093 0. 095 0. 058

基本建设支出 / 亿元 6221 0. 184 0. 419

民生类支出 / 亿元 5298 1. 401 1. 279

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9635 3. 778 75. 702

实际 GDP / 亿元 14177 0. 690 1. 06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 个 11982 106. 280 1635. 481

劳动人口占比 11995 0. 065 0. 067

农业机械总动力 / 万千瓦特 11909 33. 472 33. 538

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 / 千人 12000 81. 380 57. 939

工业废气排放量 / 万标立方米 15315 78. 640 179. 221

社会福利院个数 / 个 11808 17. 619 41. 195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2000—2010 年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

鉴》、CEIC 经济数据库以及政府关于扩权强县公告。

3　 实证分析

3.1　 识别策略和回归方程设置

　 　 基于空间配比策略克服样本异质性使得我们能够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

273

① 在考察行政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分析中,鉴于部分县数据缺失,本文使用了 2000—2010 年

间非平衡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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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分权作用。 在空间上,改革县设为虚拟变量 1;接壤且未实施改革的县设虚

拟变量 0。 时间上,改革后设虚拟变量 1,改革前设虚拟变量 0。 时间和空间虚

拟变量的交互项即为行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程设定如式(1)所示:

Yijt = ∑
2010

t = 2000
(countyijt × yearijt)β + ∑

2010

t = 2000
fiscalijtγ + ∑

2010

t = 2000
(city jt × year jt)φ +

Z ijtφ + δi + γt + εijt (1)
其中,Yijt 为 j 市 i 县 t 年实际 GDP;核心解释变量行政分权 countyijt×yearijt 为 j 市
i 县改革的空间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fiscalijt 为 j 市 i 县 t 年的财政分权指

标,考察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分权度量指标来自陈硕和高琳

(2012)①。 此外,city jt×year jt  表示地级市 j 时间趋势;控制变量 Z ijt 表示 j 市 i 县 t
年的相关特征变量,δi 表示该县固定效应,主要捕捉模型中未考虑但和县级相

关且不随时间变化的自身特征;γt 则为年份固定效应,主要捕捉模型中未考察

但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因素;εijt 为随机扰动项。

3.2　 基准回归

表 3 汇报了对式(1)的估计结果。 为了和财政分权文献对话,我们首先在

第 1 和第 2 列中检验了文献中广泛使用的两个财政分权指标:财政自主度及支

出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证结果和现有分权文献一致:财政分权显著地推

动了地方经济增长(Oates,1985;Ma,1997;Lin
 

and
 

Liu,2000;乔宝云,2002;范子

英和张军,2009)②。 第 3 ~ 5 列考察了“扩权强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

第 3 列单独考察行政分权作用,第 4 和第 5 列则同时将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因

素放入回归。 我们发现“扩权强县”改革会使得改革县的实际 GDP 提升 0. 153
亿元,相对于样本均值(0. 69 亿元),这对应着 22. 17%的增长。 在控制财政分

权指标后,行政分权的估计系数略有变化但依然正向显著。
在上述回归中我们使用了简单的二值分类来衡量行政分权改革,这让我们

无法进一步捕捉不同地区行政分权改革强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在

进行“扩权强县”改革的地区中,浙江省是开始改革时间最早并且进行改革次数

最多的省份:浙江省从 1992 年开始先后进行了五次“扩权强县”改革,且每次改

革的政策强度和涉及范围都有一定的差异。③ 为此我们采用浙江省的样本考察

373

①

②

③

这两个指标计算公式分别如下:财政自主度=县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县本级预算内财政总支出,
财政分权支出指标=县本级预算内财政支出÷市本级预算内财政总支出,详见陈硕和高琳(2012)。

财政分权促进作用因指标存在较大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指标间均值存在较大差异:财政自主度

指标均值为 0. 415,支出指标均值为 0. 095。
需要注意的是其他省份在样本期间大多都只进行了一次扩权强县的改革。 如果将浙江省和其他

省份样本一起进行回归,则可能会干扰对行政分权作用的识别。 因此在除表 3 的第 6 和第 7 列之外的回

归中我们剔除了浙江省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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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行政分权改革强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具体来说,我们选择浙江省

在 1992 年和 2002 年实施的两次改革进行比较研究①。 其中 2002 年改革的政

策力度明显更大,扩权条款数量由 1992 年的 4 项增加到 313 项。 两次改革扩权

条款的异质性使得我们可以比较政策强度对于行政分权改革作用的影响。 基

于浙江省 1987 年至 2007 年数据,我们考察了两次改革对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异

质性影响。 表 3 的第 6 和第 7 列展示了上述结果②。 实证结果发现两次改革都

对于改革县的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并且 2002 年改革的估计系数更大。 这意

味着行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随着政策强度的增加出现了进一步的

提高。 这一发现与樊勇和王蔚(2013)结论相一致。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行政分

权和财政分权之间的交互作用。 回归结果见第 8 和第 9 列。 实证发现行政分

权和财政分权的交互项系数正向显著。 这意味着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之间可

能存在正向的协同作用。 在贡献率估计部分我们就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3.3　 平行趋势检验

我们根据 Martinez-Bravo(2017)和 Chen
 

and
 

Lan(2017)的研究,在表 3 第 3
列方程的基础上将行政分权改革变量更改为是否进行行政分权改革虚拟变量

与距离改革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探讨实际 GDP 在改革及未改革县间的差

异以及其动态变化。 双重差分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定:如果改革县

和未改革县之间实际 GDP 的变化的确归因于行政分权改革,那么在改革发生

前两地区的实际 GDP 应该不存在明显差异,即上述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 图 3
汇报了改革前后交互项估计系数及相应的 95%置信区间。 我们发现在改革前

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但在改革后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即改革县实

际 GDP 相对于未改革县产生显著提高。 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改革后呈现逐年

增大的趋势。

3.4　 财政分权内生性问题

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这一问题的产生可能源于某

些不可观测但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一县县内财政分权的程度变化和

这个县的经济增长;
 

也可能是源于反向因果的存在。 即当经济增长较快时,县
级政府领导可能以此为理由向上级政府游说以提高财政分成比例。 内生性问

573

①

②

在浙江省进行的五次“扩权强县”改革中,1997 年的改革涉及的余杭市和萧山市于 2001 年撤市设

区,2006 年的改革只涉及义乌市一个地区,2008 年的改革在地区间没有异质性,因此我们选择 1992 年和

2002 年两次改革进行研究。
由于浙江省 1994 年至 2002 年市级财政数据存在缺失,故财政分权使用了自由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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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际 GDP 在改革前后变化

说明:参考 Kong
 

and
 

Qin(2021)处理方法,我们将改革前三年以上的年份合并作为基期展开分析。

其中,实点表示在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县固定效应以及地级市时间趋势后,改革和非改革县实际 GDP

在改革前后的差异,虚线分别表示估计结果上下 95%置信区间。

题的存在将导致引入的财政分权可能会使得回归结果产生偏差。 为此,我们通

过检索现有文献发现绝大多数研究没有对财政分权指标的内生性进行讨论(郭
庆旺和贾俊雪,2010;陈硕和高琳,2012;赵仁杰等,2022)。 少数考虑了内生性

的文献一般是通过工具变量(贾俊雪等,2020;孙琳等,2021)和外生政策冲击

(郭峰,2015;余锦亮,2022)这两个角度进行处理的。 考虑到财政分权变量在文

中属于控制变量,并且针对核心解释变量,行政分权采取了双重差分识别策略,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对财政分权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 具体而言,本文参考

贾俊雪等(2020)的做法使用滞后两期的财政分权指标作为财政分权指标工具

变量。 表 4 展示了对应的回归结果,实证发现核心解释变量行政分权的系数仍

然是正向显著的。 并且表 4 第(1)和第(2)列的 Cragg-Donald
 

Wald
 

F 值远大于

安全值 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假设。 这意味着财政分权衡量指标的内生性问题

对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表 4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水平

(1) (2)
变量

实际 GDP 实际 GDP

行政分权
0. 226∗∗∗ 0. 167∗∗∗

(0. 031) (0. 043)

财政分权(自主)滞后两年
0. 614∗∗∗

(0.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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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变量

实际 GDP 实际 GDP

财政分权(支出)滞后两年
8. 155∗∗∗

(1. 699)

常数项
0. 490 -2. 267∗∗∗

(0. 469) (0. 468)

观测值数量 8985 4907

R2 0. 818 0. 860

Cragg-Donald
 

Wald
 

F 值 481. 001 763. 770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注:实证分析观察值单位为县—年。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 县级聚类(cluster-by
 

county)。

3.5　 贡献率估计

本部分将计算行政分权改革对实际 GDP 在样本期间变化的贡献大小。 行

政分权改革对当地经济增长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作用。 在“扩权强

县”改革后,扩权县获得了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比如项目土地审批权限以及证

照发放权限。 这些管理权限除了可以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以外,还可能会

影响扩权县的财政收入以及支出。 本文使用自主度指标和支出指标两种方式

来计算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两种指标的计算方式中均包含了县本级预算

内财政收入及支出。 也就是说,行政分权改革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县级政府的财

政分权程度进而间接影响当地经济的增长。 因此行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包括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作用。 表 3 的回归分析主要涉及行政分权的直接作

用。 为了估算间接作用,我们在表 5 中检验了行政分权改革对两个财政分权指

标的影响。 实证结果展示行政分权改革显著调高了当地财政分权程度,其估计

系数分别为 0. 033 和 0. 003。

表 5　 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

(1) (2)
变量

财政分权(自主) 财政分权(支出)

行政分权
0. 033∗∗

(0. 014)
0. 003∗∗∗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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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变量

财政分权(自主) 财政分权(支出)

常数项
69. 505∗∗∗

(16. 855)
6. 232∗

(3. 619)

观测值数量 11994 7093

R2 0. 095 0. 137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 是 是

　 　 注:实证分析观察值单位为县—年。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 县级聚类(cluster-by
 

county)。

进一步地,表 6 计算了行政分权改革及财政分权对样本期间实际 GDP 的贡

献。 就行政分权改革而言,该贡献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直接作用,即行政

分权对实际 GDP 的直接作用。 该贡献率等于行政分权估计系数(表 3 第(4)和
第(5)列)乘以它们在样本期间的变化率(表 6 第(4)列),然后再除以同期实际

GDP 的变化(3. 835)。 因此,在财政自主度分权指标框架下,行政分权改革解

释了这期间实际 GDP 变化的 5. 21%;在财政支出指标框架下,行政分权改革解

释了实际 GDP 变化的 3. 78%。 另一方面是间接作用,即行政分权通过影响财

政分权进而影响实际 GDP。 该贡献率等于财政分权估计系数(表 3 第(4)和

第(5)列)乘以行政分权改革对财政分权的系数(表 5 第(2)列),再乘上行政分

权指标的变化率(100%)然后除以样本期间实际 GDP 的变化(3. 835)。 因此,
在财政自主度分权框架下,行政分权间接作用为 0. 04%;财政支出指标下,行政

分权作用为 0. 02%。 结合上述计算结果,最终可得行政分权改革对实际 GDP
的贡献率:在财政自主度框架下为 5. 21%+0. 04% = 5. 25%;在财政支出指标框

架下为 3. 78%+0. 02% = 3. 8%。 也就是说,行政分权对样本期间实际 GDP 最终

贡献率在 3% ~ 5%之间①。

873

① 与此类似,财政分权也可能会通过影响行政分权改革进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省级政府对于

行政分权改革的实施范围以及改革内容的决策并不是随机的。 财政分权会影响县级政府在收支划分、转
移支付、年终结算等方面与省级财政的直接联系,

 

扩大县域财政的自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县级政府的

财政分权程度也可能会影响行政分权改革的实施进而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增长。 我们模仿行政分权贡献

率的计算方法得到了财政分权改革对实际 GDP 的贡献率:在自主度框架下财政分权的贡献率为-0. 63%-
0. 04% = -0. 67%;在支出指标框架下为 0. 11%+0. 03% = 0. 14%。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行政分权对样本期

间实际 GDP 变化的贡献率大于财政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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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分解

解释变量
(1)

估计系数

(2)
相应

变化率 / %

(3)
对实际 GDP
增长贡献 / %

基于财政分权自主

指标估算

行政分权 0. 200 100 5. 21

财政分权 0. 048 -50. 08 -0. 63

其中因行政分权所致 0. 033 0. 04

基于财政分权支出

指标估算

行政分权 0. 145 100 3. 78

财政分权 0. 193 2. 11 0. 11

其中因行政分权所致 0. 003 0. 02

　 　 注:第(1)列数值来自表 3 的第(4)、(5)列。 第(2)列中的相应变化率表示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指

标在 2000—2010 年间的变化率。 其中,行政分权因在回归模型中设定为 1,其变化率设定为 100%。 财政

分权因行政分权导致来自表 4 第(1)和第(2)列,分别为 0. 033 和 0. 003。 由此计算出行政分权改革通过

影响财政分权进而影响实际 GDP:在财政自主度分权框架下为 0. 04%,在财政支出指标框架下为

0. 02%。 最终可得行政分权改革对实际 GDP 贡献率:在财政自主度框架下为 5. 21%+0. 04% = 5. 25%;在
财政支出指标框架下为 3. 78%+0. 02% = 3. 8%。

3.6　 稳健性检验

3.6.1　 异质性—稳健检验

　 　 当政策冲击发生于不同时间点时,最近的研究发现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TWFE,
 

Two-Way
 

Fixed-Effects)的估计结果会存在“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
从而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估计偏误(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œuille,
 

2020;
 

Sun
 

and
 

Abraham,
 

2021)。 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参考刘冲等(2022)的综

述利用 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提供的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图 4 展

示了对应的估计结果。 由图 4 可见在改革前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但
在改革发生后改革县实际 GDP 相对于未改革县产生显著提高。 图 4 基本和图 3
相一致,其满足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的平行趋势,并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相一致。

3.6.2　 遗漏变量问题

潜在遗漏变量问题可能会影响基准回归部分的实证结果,本小节对此进行

了检验。 首先,我们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能够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

素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县级劳动人口占比、教育支出、农业机械总动力以

及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表 7 的第(1)和第(2)列展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我们

发现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然是正向显著的①。 其次,当改革县和空间

接壤县不属于同一省份时,行政分权作用仍然可能提取省份之间治理及发展

973

① 若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取人均值重复进行回归分析,行政分权改革的作用仍然是正向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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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异质性—稳健估计

说明:实点表示在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县固定效应以及地级市时间趋势后,改革和非改革县实际

GDP 在改革前后的差异,虚线分别表示估计结果上下 95%置信区间。

的差异。 为了处理该问题,我们删除掉那些改革县和接壤县不在同一省份的

样本并重新估计方程(1)。 估计结果见表 7 的第(3)和第(4)列。 我们发现

省级差异并没有影响基准回归估计结果:行政分权对县级经济增长依然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①。

表 7　 稳健性检验:遗漏变量问题

(1) (2) (3) (4)
变量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行政分权
0. 132∗∗∗ 0. 096∗∗∗ 0. 132∗∗∗ 0. 096∗∗∗

(0. 016) (0. 013) (0. 016) (0. 013)

财政分权(自主)
0. 031 0. 032

(0. 019) (0. 020)

财政分权(支出)
0. 264∗ 0. 533∗∗

(0. 159) (0. 242)

083

① 此外,我们也删除掉了少数民族自治县样本以克服不同文化对结果的影响,结果同样显示基准估

计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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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变量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常数项
100. 944∗ -151. 655∗∗∗ 99. 493∗ -156. 106∗∗∗

(53. 292) (6. 618) (52. 249) (6. 509)

观测值数量 8987 4908 8251 4624

R2 0. 807 0. 817 0. 810 0. 820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注:实证分析观察值单位为县—年。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 县级聚类(cluster-by
 

county)。

3.6.3　 改革县和未改革县之间的相互干扰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采用空间接壤作为取样方法是为了通过改革县和未改

革县在地理上的接近来保证两组样本的可比性,但是该研究设计无法回避改革

县和未改革县在分权改革后可能存在的相互干扰问题:改革可能会使一部分的

生产要素从未改革县流动到改革县,此时行政分权改革导致的经济增长可能是

以未改革县的经济衰退为代价的。 此时行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被高估。
为了对该问题进行检验,我们首先参考 Hirano

 

and
 

Imbens
 

(2001)和 Hirano
 

et
 

al. ( 2003) 等人的研究基于全国样本使用双重差分的倾向评分加权

(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DID) 方法进行解决。 具体而言,首先我们使用

Probit 模型来估计各个县进行“扩权强县”改革的概率,随后我们根据倾向得分

对样本进行剔除和加权。 最后我们基于加权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表 8
第(1)和第(2)列展示了上述实证结果。 我们发现行政分权改革的系数虽然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仍然是正向显著的。 这意味着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其次,我们将控制组更换为距离改革县更远的样本进行回归。 由于距离更远的

样本迁徙到改革县的成本也更高,我们认为这类样本受到改革县的影响会相对

更小。 据此我们可以降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相互干扰对于本文实证结果的

影响。 具体而言,我们将控制组从接壤县更换为既没有进行扩权强县改革也不

和改革县接壤的县进行回归。 表 8 第(3)和第(4)列展示了上述实证结果。 我

们发现行政分权的系数仍然是正向显著的。 综上我们认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在

改革后的相互干扰问题不足以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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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稳健性检验:改革县和未改革县之间的相互干扰

(1) (2) (3) (4)
变量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行政分权
0. 102∗∗∗ 0. 073∗∗∗ 0. 093∗∗∗ 0. 057∗∗∗

(0. 015) (0. 013) (0. 016) (0. 015)

财政分权(自主)
0. 026 0. 029

(0. 018) (0. 018)

财政分权(支出)
0. 242∗ 0. 649∗∗∗

(0. 141) (0. 219)

常数项
0. 403∗∗∗ 0. 553∗∗∗ 0. 298∗∗∗ 0. 450∗∗∗

(0. 044) (0. 039) (0. 033) (0. 036)

观测值数量 15764 7491 11085 5092

R2 0. 965 0. 983 0. 966 0. 984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注:实证分析观察值单位为县—年。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 县级聚类(cluster-by
 

county)。

3.6.4　 同期政策干扰

由于部分省份在进行“扩权强县”改革的同时也推行了“省直管县财政”或
“省直管县”改革。 而此类改革既包含行政分权又包含财政方面的措施。 如果

“省直管县财政”或“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扩权强县”是同方向

的话,将导致对行政分权系数的高估。 为了克服该项改革政策对估计结果的干

扰,我们收集整理 2000 至 2010 年期间实施了“省直管县财政”或“省直管县”改
革样本,并在实证分析中将它们剔除。 经过上述处理,仅实施“扩权强县”的县

为 200 个,控制组县为 589 个,样本总计 789 个。 基于这些样本重新估计方程

(1)结果见表 9。 回归分析显示行政分权改革仍然对县级经济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且作用大小相对基准回归没有明显区别。

表 9　 稳健性检验:同期政策干扰

(1) (2) (3) (4) (5)
变量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行政分权改革
0. 195∗∗∗

(0. 045)
0. 277∗∗∗

(0. 033)
0. 209∗∗∗

(0. 027)

283



　
第 11 卷第 3 期

　
　 　 　 　 李永涛　 陈硕　 彭耀辉: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续表

(1) (2) (3) (4) (5)
变量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实际 GDP

财政分权(自主)
0. 043

(0. 029)
0. 036

(0. 022)

财政分权(支出) 0. 385∗∗

(0. 188)
0. 383∗∗

(0. 184)

常数项
292. 634∗∗∗

(22. 043)
-176. 561∗∗∗

(37. 266)
1,528. 004∗

(843. 708)
284. 384∗∗∗

(5. 353)
-160. 461∗∗∗

(37. 165)

观测值数量 6166 3779 7810 6166 3779

R2 0. 826 0. 831 0. 715 0. 839 0. 840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实证分析观察值单位为县—年。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 县级聚类(cluster-by
 

county)。

3.7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

按照政府剩余控制权理论,尽管行政分权下放可以提高激励效率,推动地

方经济增长,但也会提高任务风险(姚东旻等,2021)。 这意味着行政分权可以

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但也可能会以降低经济发展质量———牺牲生态环境和降

低公共品供给为代价。 因此,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分权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的影

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改革对于环境污染、社会福利以及教育水平等经济发展

质量指标的影响。 具体而言,我们将方程(1)的被解释变量依次替换为县级工

业废气排放量(闫宁等,2017)、社会福利院数量以及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作为经

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重复进行回归。 表 10 展示了上述实证回归结果。 我们

发现行政分权改革虽然提高了改革县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没有提高当地的经济

增长质量。 具体而言我们发现行政分权改革提升了当地环境污染水平,并且对

改革县教育水平具有负向影响。 对于社会福利水平而言,行政分权改革没有表

现出显著影响。 对于该现象,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有官员考核制度以

经济绩效为主要标准,在行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由裁量权的背景下,地
方官员可能会更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是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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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

(1) (2) (3) (4) (5) (6)

变量 工业废气

排放量

工业废气

排放量

福利院

数量

福利院

数量

中小学在校

学生人数

中小学在校

学生人数

行政分权
28. 418∗∗∗

(7. 219)
21. 950∗∗∗

(7. 064)
-1. 553
(1. 738)

-0. 125
(0. 583)

-1. 572∗∗∗

(0. 555)
-1. 707∗∗∗

(0. 413)

财政分权(自主)
6. 538

(5. 866)
87. 902∗∗∗

(30. 739)
5. 836∗∗∗

(1. 834)

财政分权(支出)
-29. 092
(37. 746)

-0. 833
(4. 986)

0. 141
(7. 674)

观测值数量 11124 7006 11801 6948 11993 7092

R2 0. 234 0. 204 0. 533 0. 130 0. 463 0. 332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实证分析观察值单位为县-年。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 县级聚类(cluster-by
 

county)。

4　 行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作用机制

1. 3 小节的分析表明行政分权改革可能会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

长:一方面,行政分权改革对管理权进行了下放,这可能会通过压缩政府决策层

级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行政分权改革赋予了

县级政府更多自由裁量权的背景下,地方官员可能会更侧重于增加基本建设支

出等短期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 本部分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 具体而言,我们

把方程(1)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换成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基建支出、民生类

支出进行考察。 表 11 展示了上述实证结果。 我们发现行政分权改革降低了财

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这意味行政分权改革可能会通过提高政府支出效率来

促进经济增长。 就政府支出结构而言,当前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主要分为两大

类:基本建设支出和民生类支出。 其中,基本建设侧重短期内提高 GDP,但民生

类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上。 考虑到我国现有官员考核制度

以经济绩效为主要标准,我们认为在赋予县级政府更多自由裁量权背景下,地
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通过增加基本建设支出等短期方式来实现。
实证结果显示行政分权对基本建设支出推动作用相对较大,但对民生类支出并

没有明显促进作用。 这符合我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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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行政分权改革的作用机制

(1) (2) (3) (4) (5) (6)

变量 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

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基本建

设支出

基本建

设支出

民生类

支出

民生类

支出

行政分权
-0. 005∗∗

(0. 002)
-0. 005∗∗

(0. 002)
0. 059∗∗

(0. 025)
0. 069∗∗

(0. 028)
0. 033

(0. 034)
0. 034

(0. 035)

财政分权(自主)
-0. 000
(0. 001)

-0. 021∗

(0. 011)
-0. 032
(0. 031)

财政分权(支出)
0. 131

(0. 083)
0. 713

(0. 608)
1. 640∗∗

(0. 814)

常数项
1. 499

(40. 837)
28. 083∗∗

(13. 995)
249. 189

(157. 109)
-47. 279
(68. 354)

474. 792∗∗∗

(95. 561)
325. 055∗∗∗

(23. 316)

观测值数量 9562 4981 6151 3017 5234 4802

R2 0. 184 0. 202 0. 385 0. 376 0. 522 0. 523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可变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实证分析观察值单位为县-年。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 县级聚类(cluster-by
 

county)。

5　 结论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增长,现有文献主要围绕财政分权框架

展开,并强调财政分权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原因。 就作用机制来说,财政

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财政激励及硬化政府支出约束来实现。 大量理论及实证研

究为上述假设提供支持。 在我国分权实践中,除了财政分权之外,还包括管理

权下放,也就是行政分权。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已经积累了非常多行政分

权实践,但与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相比,致力于行政分权

作用的研究并不丰富。
本文用 2000 至 2010 年“扩权强县”作为管理权下放的行政分权实验,在一

个统一框架下实证检验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这

次行政分权改革可能存在非随机性,我们利用空间配比来克服由此产生的遗漏

变量问题。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发现行政分权改革会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

长。 具体而言,行政分权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3% ~ 5%左右。 就作用机制

来说,行政分权主要通过推动地方基本建设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方式来

促进经济增长。 在政策建议方面,本文的研究发现分权改革可以显著地促进县

域经济的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分权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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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基本建设支出等粗放的发展方式实现的。 环境治理和社会福利等经济增长

质量指标在分权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提高。 这意味在后续改革进

程中,一方面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分权改革的实施推动县域经济的增长;另一

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完善对于地方政府业绩的考核指标,将环境治理、社会福利

等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纳入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之中,以此实现县域经济

的全面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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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experienc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attributes
 

the
 

resulting
 

economic
 

achievement
 

to
 

the
 

adjustment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owever,
 

such
 

strand
 

of
 

literature
 

ignores
 

another
 

important
 

perspective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namely,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and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kinds
 

of
 

decentralization
 

through
 

a
 

unified
 

framework.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0
 

to
 

2010
 

of
 

counties
 

implementing
 

the
 

EPSC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Power
 

of
 

County)
 

reform
 

and
 

using
 

geography-matching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es,
 

we
 

find
 

that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significantly
 

stimulates
 

county
 

economic
 

growth.
 

Specifically,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can
 

explain
 

3% ~ 5%
 

of
 

real
 

GDP
 

growth
 

over
 

the
 

entire
 

reform
 

period.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s,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mainly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by
 

expanding
 

the
 

expenditure
 

on
 

the
 

loc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scal
 

expendi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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